
　　社会

２０１４·５
ＣＪＳ
第３４卷

重新思考量化社会研究的模式

读莱茵·塔格培拉《让社会科学

更加科学化》

吴肃然

＊作者：吴肃然　哈尔 滨 工 业 大 学 社 会 学 系（Ａｕｔｈｏｒ：ＷＵ　Ｓｕｒａｎ，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Ｈａｒｂｉ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Ｅ－ｍａｉｌ：ｗｕｓｕｒａｎ＠ｈｉｔ．ｅｄｕ．ｃｎ
感谢匿名评审人的修改建议。文责自负。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ｉｎｇ　Ｒｅｉｎ　Ｔａａｇｅｐｅｒａ’ｓ　Ｍａｋ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Ｍｏｒ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ＷＵ　Ｓｕｒａｎ

　　在涂尔干出版《自杀论》以后的１００多年中，统计学和计算机技术

迅速发展，社会科学的定量研究技术也相应得到了不断的发展与革新。
尽管社会科学尚没有取得像自然科学一样的显著成就，但是在许多研

究者看来，社会科学在方法上已逐渐向自然科学靠拢。作为具有象征

意义的知识规范，主流期刊的学术标准已体现出人们对于科学方法的

重视以及学科建设中明确的科学化导向。以量化研究技术为核心的社

会科学正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它只是还未到达自然科学那样的成

熟阶段。
然而上述观点并不被所有的量化研究者所认可。莱茵·塔格培拉

（Ｒｅｉｎ　Ｔａａｇｅｐｅｒａ）是国际知名的政治学家，早年从事物理学的学习和研

究，在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并于工业界工作数年之后，他转向了社会科

学领域。２００８年，塔格培拉出版了《让社会科学更加科学化》（Ｍａｋ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Ｍｏｒ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一书，在书中他结合自己在自然科学与社

会科学两方面的研究经验，指出当代量化社会科学已身患“癌症”，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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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恰恰在于被许多研究者视为科学规范的统计回归与假设检验。他认

为，社会科学家必须认识到上述问题，并大力改进目前通用的量化分析

模式，才有可能真正实现社会科学的科学化，才能清除当代社会科学统

计研究的“垃圾场”（Ｔａａｇｅｐｅｒａ，２００８：７８）。

一、对社会科学家的测试

量化取向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常常认为，社会科学之所以难以发现

如同自然科学一样的客观规律，难以为社会现象建立普适的数学模型，
一方面是因为社会科学中的测量较为困难，研究者无法获得实验室标

准的精确数据；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科学涉及的变量太多，研究者很难

对某一社会现象进行全面考察。塔格培拉（Ｔａａｇｅｐｅｒａ，２００８：４）完全反

对这种说法，他认为当代社会科学的困境根本不是变量多或测量精度

低所导致的，而是因为社会科学家们的量化研究走错了方向。
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塔氏设计了一个测试。他首先选取了一个

较为简单的物理公式，也就是著名的万有引力定律Ｆ＝ＧＭｍ／ｒ２，随后

用此公式生成了一组很理想的数据，并将这些数据交给一些社会科学

家进行处理。与许多社会科学家所建构的模型相比，万有引力公式涉

及的变量很少，而塔格培拉所提供的数据也很理想，因此我们可以想

象，如果从事量化建模的社会科学家真像他们自己所设想的那样可以

从数据中发现客观规律，那么从这组数据中推出古老的万有引力定律

应该不成问题（Ｔａａｇｅｐｅｒａ，２００８：１４－２１）。
然而，在所有接受测试的社会科学家中，没有任何一个人通过上述

数据推出万有引力公式，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只是报告了显著性和判

定系数，认为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有的研究者进一步提供

了量化研究中的常见输出（见表１）。
社会科学研究往往以表１中的输出作为研究结论，研究者在得到

了较高的Ｒ２ 和理想的Ｐ值后就认为自己完成了“科学发现”，坦然地

讨论起因果关系，发表文章，然后结束该研究。然而从物理学家的角度

看，这些社会研究者所做的工作与真正的科学差得还很远，如果没有得

到万有引力定律而只是做出了一个“相关性”的判断，那么社会科学家

就像是伽利略时代的某个农夫，他只是做出了物体会向下落的预言，却
以为自己与伽利略差不多高明（Ｔａａｇｅｐｅｒａ，２００８：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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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某位社会科学家的测试结果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Ｓ　 ｄｆ　 ＭＳ
Ｍｏｄａｌ　 ２８３８５５９６９　 ４　 ７０９６３９９２．１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３５７５２２３．４４　 ２０　 １７８７６１．１７２
Ｔｏｔａｌ　 ２８７４３１１９２　 ２４　 １１９７６２９９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ｏｂｓ ＝ ２５
Ｆ（４，２０） ＝ ３９６．９８
Ｐｒｏｂ＞Ｆ ＝ ０．０００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 ０．９８７６
Ａｄｊ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 ０．９８５１
Ｒｏｏｔ　ＭＳＥ ＝ ４２２．８０

Ｙ　 Ｃｏｅｆ． Ｓｔｄ．Ｅｒｒ　 ｔ　 Ｐ＞｜ｔ｜ ［９５％ Ｃｏｎｆ．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ｘ１　 ２０．８６６６５　 ３．１８０６８５　 ６．５６　 ０．０００　 １４．２３１８６　 ２７．５０１４５
ｘ２ －１５．８４１２６　 ４．０７０６２８ －３．８９　 ０．００１ －２４．３３２４４ －７．３５００７７
ｘ３　 ９．４１６７３５　 ３．５６３８３１　 ２．６４　 ０．０１６　 １．９８２７１３　 １６．８５０７６

ｃａｓｅ９　 １６３７１．２５　 ４８０．７２９　 ３４．０６　 ０．０００　 １５３６８．４７　 １７３７４．０４
＿ｃｏｎｓ　 ３２０．３８９　 ２９５．９５７１　 １．０８　 ０．２９１ －２９６．５１６８　 ９３８．１９４７

　　资料来源：Ｔａａｇｅｐｅｒａ，２００８：２２。

　　塔格培拉（Ｔａａｇｅｐｅｒａ，２００８：ｖｉｉｉ）评价道：“如果当真存在着如同物

理学定律一样的社会规律，那么即使是在数据没有误差的情况下，我们

也别指望这些统计社会科学家能够发现它们。”其原因在于，当代社会

科学家们普遍缺少自然科学研究的实践经验，他们所使用的科学方法

往往只是对于自然科学的机械模仿，违背了在科学研究中使用量化方

法时所必须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

二、问题出在哪里？

（一）建模的目的

塔格培拉（Ｔａａｇｅｐｅｒａ，２００８：７、８、１１、４４、８８）指出，之所以出现上述

现象，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社会科学研究者普遍误解了“模型”的意义。
在处理手头已有数据时，他们往往用各种回归对其进行拟合，此时所得

到的最佳拟合模型便成为研究输出。可是在塔氏看来，这种拟合即使

再完美，也只是一种“事 后 解 释”或“后 见 之 明”（ｐｏｓｔｄｉｃｔｉｏｎ）。科 学 模

型的真正效力在于它的预测功能（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尽管已知数据为研究提

供了经验基础，但是模型的“科学性”必须由外部和未知数据而非内部

和已知数据来决定。如果科学家们没有对原始数据集（ｉｎｉｔｉａｌ　ｓｅｔ）之外

的数据进行考察，他们的研究根本不能算作完成。然而在当代社会科

学研究中，研究者们常常只去寻找满足手头数据的模型，绝大多数模型

在发表完论文之后便成了毫无用处的摆设，并没有人去阅读乃至参考

这些模型中的具体数字与公式。量化研究者们常常受到一种朴素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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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束缚，认为自己在建构了具有显著性的回归模型后就发现了客

观事实，验证了主观命题，实现了科学价值。他们不了解科学研究中已

知与未知的关系，没有领会自然科学公式的“科学性”意义。从统计学

上来讲，如果人们仅局限于对已知数据进行考察，那么我们在蒙古乌兰

巴托的天气与美国证券市场上某种股票的走势之间都能发现百分百的

相关（Ｔａｌｅｂ，２００５：１３５）。在这个意义上，仅仅关注事后解释的量化研

究和伪科学甚至有着相同的特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之所

以强调理论的重要性，正是因为他们都看到了一个不同于传统实证主

义叙事的知识现象：社会学经验研究中的变量和因果关系只有在经验

数据之外才能建立自己的合法性。
从以上分析能够看到，在社会科学家对所考察的现象进行量化建

模后，一定要继续从事复制研究（Ｔａａｇｅｐｅｒａ，２００８：９），科学模型的价值

是在复制研究中体现出来的。正如陈云松、吴晓刚（２０１２：１）所说：“社

会科学定量分析亟待建立一个透明和开源的学术机制……这个学术机

制的核心就是倡导‘复制性研究’。”只有通过复制性研究，才能实现真

正的“经验检验”，当某个回归模型在复制性研究中得到了预测性的证

实，模型才获得了超越于事后解释的科学意义。

（二）建模的原则

社会科学家常常认为，自然科学与日常思维差别较大，而社会科学

则距离自然科学较近，因此，社会科学是从科学角度解释和解决日常社

会问题的一把钥匙。科尔曼（Ｓ．Ｃｏｌｅｍａｎ）则认为这 种 理 解 是 错 误 的，
恰恰相反，自然科学与日常思维比较接近，社会科学的思维模式反而距

离二者较远（Ｔａａｇｅｐｅｒａ，２００８：２９、３０、８３）。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倾

向于给某一现象最简单的解释，在自然科学中也一样：“简洁”是物理学

家们在建模时的最重要标准。可是这一标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并没有

体现出来，社会科学家总习惯于把一大堆变量扔到模型中去，许多期刊

的审稿 人 也 常 常 对 文 章 作 者 提 出 此 类 要 求。塔 格 培 拉（Ｔａａｇｅｐｅｒａ，

２００８：１１５）认为，物理学家在建模时的工作逻辑看似不够仔细和不够

负责（不考虑太多变量），其实这恰恰是科学研究的精髓所在。社会科

学家往往受一种搭积木式的世界观影响，仿佛世界是由一块一块的变

量累加起来的，而模型就是要模拟这个世界的形态。这种误识让社会

科学陷入变量的无底洞中。虽然有关目的论与机械论的争论滥觞于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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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社会学的讨论中，可是显然，当代社会科学研究者并没有继承那些古

典讨论所产出的知识遗产。
为提高模型的科学意义，社会科学家需要提高的是想象力而非增

加变量或者进一步依赖计算机。在科学研究中，人们理应从理论角度

提出数学模型，然后由统计学家提供检验模型的工具，可是在当代社会

科学研究中，模型大都是由统计学家提供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只是使用

这些统计模型来对自己所考察的具体社会现象进行解释。这种做法颠

倒了数学与科学的关系，使得“人类的思想和洞见”这一自然科学研究

的原动力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瘫痪。

（三）建模的方法

社会科学研究常常使用线性回归，其通用模型为ｙ＝ａ＋Σｂｉｘｉ，使
用这种模型几乎成了研究者的条件反射，但是这种做法却没有站得住

脚的理由（Ｔａａｇｅｐｅｒａ，２００８：４５、５４）。有研究者做过问卷调查，让《物理

世界》（Ｐｈｙｓｉｃｓ　Ｗｏｒｌｄ）的读者选出他们认为最重要的２０个公式，在入选

公式中，没 有 任 何 一 个 是 以 上 述 线 性 回 归 的 方 式 来 表 达 的（Ｃｒｅａｓｅ，

２００４）。有学者把符合理想气体定律的数据交给社会科学家们处理，后
者纷纷采用了线性回归的方法进行考察，并得到了令人满意的Ｒ２，然

而理想气体公 式 根 本 就 不 是 线 性 的（ＭｃＧｒｅｇｏｒ，１９９３）。在 线 性 回 归

中，每个自变量往往成为一个抽象的符号，研究者在工作中不需要深思

自变量的理论意义，只要做统计分析即可。这种做法体现了一种极端

形式主义的想法，也体现了社会科学家对于数学、科学与哲学三者间关

系的误解。自然科学家在建立模型时，需要时刻考察每一个变量的理

论意义，因此不会大而化之地把所有变量都当成线性回归中那些对称

的自变量（Ｔａａｇｅｐｅｒａ，２００８：１４）。
与上述现象相联系，塔格培拉（Ｔａａｇｅｐｅｒａ，２００８：５５－５６）还特别指

出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即社会科学界鲜有使用除法的模型，即没有研

究者会把变量放到分母当中。当假设中的自变量与因变量负相关时，
研究者都想当然地用减法来处理，可是从物理学来看，绝大多数负相关

的变量都在模型的分母中出现。除此之外，社会科学界还常常把交互

效应狭隘化。当两 个 变 量 存 在 交 互 效 应 时，它 们 完 全 可 能 以 相 乘、相

除、指数等繁多的数学形式相联系，可是社会科学家在处理交互效应时

将其全部等同于两个变量之间的乘法关系，很少有研究者意识到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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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塔氏认为，这种受方法局限而将研究对象削足适履的做法，就
好比“假如手里唯一的工具是一把锤子，那么你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当成

钉子了”（Ｔａａｇｅｐｅｒａ，２００８：５）。
塔格培拉（Ｔａａｇｅｐｅｒａ，２００８：１５４－１７５）也 详 细 分 析 且 批 评 了 许 多

社会科学家偏爱的最小二乘法（ＯＬＳ）。他指出，普通最小二乘法所做

出的回归方程是偏移的，其原因在于，在Ｒ２ 不等于１的情况下，通过

ＯＬＳ画出的回归线并不是一条趋势线（ｔｒｅｎｄ　ｌｉｎｅ）。该 回 归 所 得 到 的

斜率受到数据离散程度的影响，并不能真正反映两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也就是说，我们在利用ＯＬＳ进行回归时只能用ｙａ＋ｂｘ来表示回归

结果，而不能像许多研究者那样，想当然地使用ｙ＝ａ＋ｂｘ来表示。人

们应当寻找的Ｒ２ 实际上是在两变量互为因果时分别得到的两个回归

系数的乘积，即ｂｂ′＝Ｒ２。因此，即使社会科学家使用回归，他们也应

该使用对称回归（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而非目前司空见惯的ＯＬＳ。
另外，物理学方 程 的 一 个 重 要 特 性 是 可 逆（ｒｅｖｅｒｓｉｂｌｅ），而 社 会 科

学的线性回归方程 只 有 在 Ｒ２＝１时 才 是 可 逆 的，在 其 他 情 况 下，ｘ、ｙ
各为因变量的回归模型是不对称的。同样，物理学方程普遍具有传递

性（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ｖｅ），而社会科学的线性回归方程也缺少这个特性。在塔氏

（Ｔａａｇｅｐｅｒａ，２００８：６５－６６）看来，物理学之所以能够成为科学，其公 式

的可逆性和传递性起到了关键作用，只有保证公式的这两个特征，物理

学才能形成 一 个 相 互 关 联（ｉｎｔｅｒｌｏｃｋｉｎｇ）的 知 识 系 统。这 样 我 们 也 就

很容易理解，为何大量的社会统计实证研究最终只带来了碎片化的信

息。

（四）模型中的系数

由于每一个自变量都有其对应的回归系数，因此社会科学家所给

出的回归方程常常带有很多系数，然而由于他们只关注模型的Ｐ值和

Ｒ２，因此模型中大量的回归系数没有体现出知识价值。这些系数有时

比变量数还多，它 们 也 没 有 特 定 的 名 称。这 与 物 理 学 公 式 完 全 不 同。
物理学公式中常常只有一个系数，而它也是有独特名称和理论意义的

常量。社会科学家往往针对某一社会现象做出许多不同的回归模型，
每个模型中的大量系数都不相同，而由于人们只关注显著性和拟合度，
并不使用这些模型进行预测或复制工作，因此，只要回归系数的方向正

确，那么任何取值都可以被研究者接受。这种现象如果出现在物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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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中，那 就 是 极 其 荒 唐 的，物 理 学 这 个 学 科 也 不 可 能 出 现 并 成 熟

（Ｔａａｇｅｐｅｒａ，２００８：５２－５９）。塔格培拉（Ｔａａｇｅｐｅｒａ，２００８：８８－９１）在考

察了美国政治学界的一份权威期刊后发现，该期刊中的文章普遍存在

以下问题：模型局限于线性回归；模型中有太多的变量；围绕同一个问

题做出了许多回归方程，有时甚至出现这样的情况：在某个模型中自变

量与因变量呈正相关，在其他模型中则呈负相关，研究者根本不去思考

这里的矛盾。这些问题不是一句“社会科学研究还不成熟”就可以消解

的。
由于社会科学家的关注点在于模型与已知数据的拟合度，因而他

们非常在乎判 定 系 数 Ｒ２ 的 大 小。然 而 塔 氏（Ｔａａｇｅｐｅｒａ，２００８：８、２８、

３２、４７）指出，科学模型的效力是由其预测力决定的，因此模型的Ｒ２ 并

不是最重要的东西。我们对已知数据进行拟合所得到的回归模型即使

有再高的Ｒ２，它也只是纯粹描述性的后见之明，而对于一个具有预测

功能的模型来说，即使它对已知数据的拟合度较低，它也远比那种不具

有预测性的、带有一大堆无意义系数的、高Ｒ２ 的回归模型有价值。

（五）对假设检验的认识

塔氏（Ｔａａｇｅｐｅｒａ，２００８：９、１０）指 出，虽 然 在 物 理 学 中 存 在 着 假 设，
但这些假设在研究中都是隐藏起来的。由于物理学家对未知因素持开

放态度，所以他们不会事先做出非常具体的刻板假设，物理学家们很少

去证伪，物理学的研究目的也不是去证伪。相比较而言，由于社会科学

研究受到后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深远影响，许多研究者都循规蹈矩地开

展假设检验研究。他们在研究中所设定的零假设往往都是研究者自己

根据数据和结论反推而得的，这种零假设不具有科学价值，它更加类似

于一种仪式（Ｇｉｇｅｒｅｎｚｅｒ，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最 糟 糕 的 是，连 许 多 期 刊 的 审

稿专家都没有理解这个问题（Ｔａａｇｅｐｅｒａ，２００８：７１－７４）。
齐格伦泽等人（Ｇｉｇｅｒｅｎｚｅｒ，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对从事假设检验研 究 的

社会科学家们进行过一个测试。他先选 取 了 一 个ｐ＝０．０１的 假 设 检

验，随后解释道：“这个结果说明，如果该实验重复很多次，那么你将在

９９％的实验中观察到显著性。”这一解释显然是错误的。然而，在接受

测试的德国社会科学研究者中，那些教过社会统计课程的学者有３７％
的人答错，未教过社会统计课程的人则有４９％答错；在英国的研究者

中，错误率达到了６０％。由此可见，许多使用假设检验 的 研 究 者 并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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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该方法的原理，因而也就很难认识到该方法的局限了。
科尔曼认为，“研究者们常常只报告哪些变量是显著的（通常采用

ｐ值小于０．０５的 标 准），这 种 做 法 令 人 不 解，它 并 不 是 一 个 有 益 的 习

惯，而更像是统计学史上的一 个 事 故。我 更 倾 向 于 知 道 具 体 的ｐ值，
这样我才能自己做出判断”（转引自Ｔａａｇｅｐｅｒａ，２００８：２０９－２１０）。科尔

曼的说法与目前社会科学界通用的假设检验思路完全不同，可是我们

不妨反思一下，当社会科学家们一次次 地 根 据０．０５的ｐ值 对 命 题 做

出接受或拒绝的结论时，他们究竟如何理解０．０５这个数值规定呢？他

们做出了何种意义上的有关“确定性”的判断？这是摆在假设检验研究

者面前的严肃问题（吴肃然，２０１３）。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者误用假设检

验的现象，在２０１４年初的《自然》（Ｎａｔｕｒｅ）杂志上已有学者发表了专文

进行剖析与批评（Ｎｕｚｚｏ，２０１４）。

（六）数据与模型的关系

受实证主义的影响，社会科学研究者常常把自己操作化后所得到

的变量、指标、数据当成抽象命题背后的自证性的、不容侵犯的客观事

实，并以此做出 顺 理 成 章 的 论 证。然 而 塔 氏（Ｔａａｇｅｐｅｒａ，２００８：４８、７８、

１７６、１８７）指出，即使在物理学中，数据本身也并不是神圣的。在科学研

究当中，模型（ｍｏｄｅｌ）和数据（ｄａｔａ）始终处于一种互动关系中，实 证 主

义的单向理解却把经验研究的具体过程过度简单化了。指标并不是那

些完全客观的纯粹事实，它是帮助人们进行预测的，如果研究者忽视了

这一点，而将自己所发现的那些数据当作不可错的神圣物来对待，那么

他就完全有可能陷入自说自话的境地，他所获得的结论也往往很有可

能只是运气带来的。

（七）其他误区

社会科学的量化研究不仅犯有上述观念性和原则性的错误，而且

还常常出现一些比较低级的疏漏（Ｔａａｇｅｐｅｒａ，２００８：５２－６５）。
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一个小数需要保留到几位，这是由误差要求所

决定的，而社会科学研究中某数值小数点后一长串的数字往往是没有

意义的，人们很难理解Ｒ２＝０．５２７３与Ｒ２＝０．５３的区别何在。在社会

科学中还会出现一种情况，比如，当数据显示为１６．０时，许多社会科学

家就直接当作１６来处理，想当然地把０删去，这种做法就把原有的测

量误差扩大了１０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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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变量名有较好的提示作用，研究者在给变量命名时常常选

用多字母符号，例如用ＥＮＰ代表“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ｅｓ”。但是，
这种标记方法是很不科学的，因为它在模型里意味着连乘，很容易让研

究者产生混淆。
社会科学研究者为了将定类变量纳入回归模型，常常将其转化为

虚拟变量处理。与此不同，在遇到这种情况时，物理学家会建立不同的

模型，而不是为了满足回归的要求对变量进行转换。在目前涉及虚拟

变量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成问题的。

三、从描述型模型到预测型模型

塔格培拉认为，要让社会科学真正实现科学化，社会科学家们必须

改变目前的建模思路，人们不应当把大量时间用于寻找最完美的事后

解释，而应当学会发挥想象力，在理论意义的基础上建构预测型模型。
他以自己所从事的一个政治学研究为例，说明了建构预测模型时

的几个重要概念和基本原则（Ｔａａｇｅｐｅｒａ，２００８：３４－４２）。假定Ｖ 代表

在两次连续选举时更换了自己所选党派的选民比例，Ｎ 代表参加竞选

的党派数量，作者认为，后者对前者有影响，用数学方式表 达 出 来，即

ｄＶ／ｄＮ＞０。
在测量党派数量时，由于党派的大小有时差别很大，故可以做以下

处理：假定第ｉ个党派在选举中所获得的选票比例为ｖｉ，党派数就可以

用下面的式子表达：Ｎ＝１／Σ（ｖ２ｉ）。这里可能有人提出各种质疑，比如

有的选民这一次参加投票而下一次却弃权。塔格培拉认为，这并不成

为上述模型不成立的理由，相反它是应当破除的思维定势，因为建模的

目的本来就是为了帮助人们进行简化，即使是物理学的公式也不可能

考虑到所有的情况，人们在建立模型时应该抓住所研究问题的逻辑特

征，大胆使用“奥康剃刀”，这样才有可能建立起与所研究问题相吻合的

逻辑模型。社会科学家在遇到这种问题时往往不敢进行简化，这是阻

碍他们发现普适模型的重要原因。
在建立起方向性模型ｄＶ／ｄＮ＞０之后，许多社会科学家便会收集

数据，建立一个线性回归，如 Ｖ＝ａ＋ｂＮ，随后看ｂ是否大于零，观察

一下该回归的显著性以及决定系数，此后便可以发表文章，结束研究。
塔格培拉问道，为什么社会科学家都不去关心ａ和ｂ的实际大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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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象，如果物理学家也不关心这些系数的实际值，那么繁多的物理

学公式还有什么意义？

塔氏认为，社会科学家所建立的量化模型之所以没有真正起到“量
化”作用，是因为他们走错了路。在确立起ｄＶ／ｄＮ＞０这个方向性模

型后，人们还有许多逻辑上的信息可以利用，然而这些信息都被社会科

学家忽视了。在Ｖ＝ａ＋ｂＮ 这个模型中，Ｖ 和Ｎ 两个变量并没有取

值范围的限制，可是，当我们从所研究的问题入手时便能看到：Ｖ 的取

值只能在０到１００之间，而 Ｎ 的取值则不能小于１。于是，我们就得

到了关于变量取值的理论禁区（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ｌｙ　ｆｏｒｂｉｄｄｅｎ　ａｒｅａｓ），这对我

们选择何种模型会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思考可以发现，当 Ｎ＝１时，

Ｖ 只能等于０，也就是说（Ｎ＝１，Ｖ＝０）这个点必然是方程的一个解，
于是我们就为该模型找到了一个锚点（ａｎｃｈｏｒ　ｐｏｉｎｔ）。

在这里，作者指出了社会科学家们的第二条思维定势。由于社会

科学研究者关注整体的社会现象，使用大规模的数据，试图发现其中的

普遍规律，这就导致他们容易忽视数据或理论中的极端值，而这些极端

值在自然科学家的眼中往往正构成建构逻辑模型的重要基石。从前面

的分析可以得到，在 Ｎ＝１时，Ｖ＝０，把 这 一 对 取 值 代 入 Ｖ＝ａ＋ｂＮ
这个模型，便可得到０＝ａ＋ｂ，即ａ＝－ｂ。这样的话，模型Ｖ＝ａ＋ｂＮ
便可以简化为Ｖ＝－ｂ＋ｂＮ＝ｂ（Ｎ－１）。这样的简化使模型减少了

一个未知量，是对模型简洁性的很大贡献。
紧接着，作者根据自己的研究经验选取了 Ｎ＝６这样一个极少出

现的很大的取值。根据人们的常识，即使 在 这 样 的 情 况 下，Ｖ 也 不 可

能达到１００。也就是说，根据（Ｎ＝６，Ｖ＝１００）与（Ｎ＝１，Ｖ＝０）所 画

出的直线构成了回归方程在逻辑上的一个边界，在此边界以外便是研

究的奇异区（ｓｕｒｐｒｉｓｅ　ｚｏｎｅ）（见图１）。
可以看到，回归方程位于期望域（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ｚｏｎｅ）中。作者指出，此

时我们已利用理论信息将范围圈定，在这样一个区域中我们不妨就直

接取均值进行预测，所谓的“大胆猜测，小心检验”从此时便可以开始。
在Ｖ＝０和 Ｖ＝２０（Ｎ－１）的 范 围 内 取 均 值，我 们 可 以 得 到 Ｖ≈
１０（Ｎ－１），这样一个方 程 就 是 有 预 测 性 的。比 如 当 Ｎ＝４时，我 们

可以预测更换党派的选民 比 例 为３０％，这 便 体 现 出 模 型 的 意 义。相

比较来看，社会科学家们却早早地就停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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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Ｔａａｇｅｐｅｒａ，２００８：３７
图１：预测型模型分析示例

　　获得了Ｖ≈１０（Ｎ－１）这个模型，我们便可以用调查数据进行检

验和矫正。将其他学者在印度调查获得的数据代入Ｖ＝ｂ（Ｎ－１）这

个方程，可以得到ｂ＝１１．９，这 与 前 面 的 估 计 差 距 不 大，于 是 我 们 便

可以将方程修正为Ｖ＝－１１．９＋１１．９　Ｎ。
塔格培拉指出，上述例子只是为了 说 明 预 测 型 模 型 的 基 本 概 念，

其实我们从一开 始 就 犯 了 一 个 错 误。对 于 Ｖ＝－１１．９＋１１．９　Ｎ 这

个回归模型来说，当 Ｎ＞９．３４时，Ｖ 的 值 便 超 过 了１００，这 是 不 符 合

理论逻辑的。这种情 况 说 明，我 们 从 一 开 始 所 建 立 的 线 性 回 归 模 型

就是不对的，要解决 该 问 题 就 需 要 建 立 指 数 方 程。一 个 常 规 的 指 数

方程可以 按 如 下 方 式 表 示：Ｖ＝１００［１－Ａｅ－ｋＮ］，在 这 里，１００是 Ｖ
的取值极限，Ａ和ｋ是方程中未确定取值的常数。仍然将（Ｎ＝１，Ｖ
＝０）代 入，可 得 到 Ａ＝ｅ　ｋ，这 样 我 们 便 可 以 获 得 Ｖ＝１００［１－
ｅ－ｋ（Ｎ－１）］。方程两边各取自然对数后 可 得ｌｎ（１－Ｖ／１００）＝－ｋ（Ｎ
－１），也就是说，在 对 Ｎ 做 线 性 回 归 时，我 们 是 不 能 以 Ｖ 作 为 因 变

量的，如果不加分辨地进行回归拟合，我们就不 可 能 发 现 隐 藏 在 理 论

与数据背后的数量 规 律。将 前 面 提 到 的 印 度 数 据 再 次 代 入 方 程，我

们 可以得到一个最终的方程：Ｖ＝１００［１－ｅ－０．１４５（Ｎ－１）］。不管此方程

的外在效度如何，我们 能 够 看 到，此 方 程 充 分 考 虑 了 各 种 理 论 因 素，
没有违背问题背后的 逻 辑 限 制，同 时 它 的 各 种 常 数 具 有 理 论 和 预 测

意义。量化研究的价值在此得以体现。

·８３２·

社会·２０１４·５



四、对量化研究的方法论思考

不得不说，塔格 培 拉 在《让 社 会 科 学 更 加 科 学 化》一 书 中 的 观 点

很有新意且 极 富 见 地。不 管 社 会 科 学 最 终 能 否 达 到 如 物 理 学 那 种

“硬科学”的层次，但只要研究者声称自己在学习 自 然 科 学，就 应 该 掌

握科学研究的真实 逻 辑。在 当 代 海 量 的 社 会 科 学 研 究 中，绝 大 多 数

的量化研究都依靠统计 学 工 具 来 校 验 一 个“方 向 性 结 论”，这 种 做 法

没有体现出量化研究 的 优 势，它 们 只 是 在 定 性 思 考 的 基 础 上 做 了 一

些点缀。同时，由于局限于已有的数据，许多“严谨”的 社 会 科 学 家 们

的预测能 力 还 比 不 上 历 史 学 家 和 新 闻 记 者（Ｔａａｇｅｐｅｒａ，２００８：２０５、

２２５、２３６）。
塔格培拉（Ｔａａｇｅｐｅｒａ，２００８：２３７）提醒人们，必须戒 除“经 验 模 型”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这个概念。模型是用 来 预 测 的，预 测 模 型 才 是 已 知

世界与未知世界之间 的 桥 梁，研 究 者 必 须 克 服 那 种 原 子 论、决 定 论、
积木式 的 世 界 观 和 方 法 论。更 加 值 得 谨 记 的 一 点 是，量 化 研 究 的

“量”不能仅仅体现在论证形式上，更应该体现在结论的“量”中，只 有

让结论中的“量”进入 人 们 的 知 识 系 统，量 化 研 究 的 优 势 和 意 义 才 能

得到体现。放眼当代中国的社会学量化研究，我 们 可 以 看 到，尽 管 许

多研究使用了很大规 模 的 数 据 和 颇 为 复 杂 的 统 计 技 术，可 他 们 最 终

所能提供的仅是一个“方 向 性 判 断”。很 少 有 人 反 思 建 模 的 目 的，也

很少有人关注三线表 中 那 密 密 麻 麻 的 回 归 系 数 的 价 值，更 少 有 人 思

考ｐ＝０．０５这样一个统计学 史 的 偶 然 设 定 对 于 我 们 所 研 究 的 社 会 问

题究竟意味着什么？因此，我们也就很难估量，在 我 们 所 见 到 的 大 量

社会学量化研究中，到底有多少研究仅仅不过是 塔 格 培 拉 所 说 的“后

见之明”？

当然，塔格培拉对 当 代 社 会 科 学 研 究 的 批 判 也 存 在 值 得 商 榷 之

处。我们是否有充足的理由将社会科学与 物 理 学 并 置 在 一 起 进 行 讨

论？对于社会问题来说，“方 向 性 判 断”是 否 具 有 不 同 于 自 然 科 学 的

特殊价值？对于自身便 是 一 种 社 会 活 动 的 社 会 科 学 来 说，“预 测 性”
能否成为衡量其“科学”水平的标准？这些未决 问 题 的 答 案 或 多 或 少

都会对塔格培拉的 论 证 构 成 挑 战。这 也 进 一 步 提 醒 我 们，无 论 社 会

研究者持何种方法来观察社会、理解社会，只要 他 们 严 肃 对 待 自 己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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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的事业，他们就无 法 回 避 这 样 一 个 问 题：对 于 社 会 研 究 来 说，什

么才可以被称作“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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